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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宏观调控目标的演进与优化 

丁守海    许珊 

 

摘要：宏观调控四大目标之间存在一定的冲突，特别是经济增长与物价稳定之间，

如何在它们之间寻找最佳平衡点是宏观调控的长期任务。从发达国家的实践来看，

它们设置了以稳定物价为核心的相机抉择目标体系，先设定通胀率的中长期目标，

以稳定物价为调控的首要目标，只有当经济脱离安全的运行范围时，才将调控的

焦点转向刺激增长和扩大就业。中国正好相反，以经济增长为常态目标，设置了

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相机抉择的目标体系，先制定经济增长的中长期目标，调控

以它为主线展开，只有当物价脱离允许范围时，才运用灵活的措施来稳定物价。

过去，这种平衡方法比较容易实现：源于生产要素的充裕性，经济增长对物价的

压力相对较小，在一个较大空间内可以较好地实现经济增长与物价稳定目标之间

的兼容性。但是近年来，中国宏观调控的约束条件正在发生微妙变化，特别地，

劳动力条件正在从无限供给转向有限供给，土地供求矛盾愈发突出，再加上微观

主体的培育和调控传导机制的理顺，经济增长对物价的传导压力可能会出现强化。

基于第三代菲利普斯曲线，我们利用宏观季度数据证明了这一推测。以 2005 年

为分界点，我们发现，在此前的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产出缺口只能冲击资本

要素的价格，不会对劳动要素的价格构成影响；但在劳动力条件转向有限供给后，

产出缺口能同时引发资本品价格和劳动要素价格的同向波动，对最终产品价格的

冲击也明显扩大。这说明经济增长与物价稳定目标之间的冲突正在强化，较之于

以前，经济增长需要在更大程度上牺牲物价稳定目标。这对传统的目标平衡方法

提出了挑战，并要求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要减少对经济增长目标的依赖，调低对

经济增长的预期，更大程度地关注物价稳定等其他目标。但为了保证就业目标的

实现，还要致力于经济结构的转换和升级，通过促进服务业等高就业容量部门的

扩张来提高国民经济的就业弹性，降低就业对经济增长的路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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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宏观调控四大目标之间的矛盾与发达国家的选择 

 

宏观调控目标存在“神秘的四角”，为协调彼此之间的矛盾，以美国为首的

发达国家设置了以稳定物价为核心的相机抉择的目标体系，即先设定通胀率的

中长期目标，在正常的经济运行区间内，以稳定物价为首要目标，只有当经济

脱离安全范围时，才运用灵活的调控手段刺激经济增长并扩大就业。 

（一）宏观调控目标“神秘的四角” 

一般认为，宏观调控有四大目标，即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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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收支平衡。就中国而言，十六大也明确将它们列作宏观调控的目标体系。但

这四个目标很难同时实现，它们彼此联系又互相制约，经常出现“鱼与熊掌不可

兼得”的取舍困境，西方经济学称之为“神秘的四角”。宏观调控就是要在“神

秘的四角”中找到一个最佳均衡点，尽量对各目标做到平衡兼顾。 

维系合适的经济增长速度，是任何一个国家经济正常运转的必备条件，它与

就业目标之间休戚相关。众所周知，劳动需求是一种引致性需求，只有经济总量

保持一定的增速，才能产生必要的就业增量，因此经济增长与充分就业目标之间

具有很大的相容性，甚至从一定意义上讲，充分就业目标会捆绑经济增长目标。

比如，人们通常认为中国每年必须创造超过 1200 万的就业机会，才能化解新增

就业压力，而要做到这一点，经济增速必须保持在 7%以上。在 2008年金融危机

爆发时，我国就业出现了很大的压力，政府随即启动了 4万亿投资计划，很多人

就认为它就是为了保 900万新增就业目标。现在奥巴马政府更是将就业目标放在

很重要的位置，从经济班子的人选可以窥见一斑，不管是前白宫经济顾问萨默斯

还是新上任的美联储主席耶伦，都是以研究就业问题而见长的经济学家。可以说，

政府在决定经济增长目标时通常是以就业为先行指标的，目前量化宽松政策不敢

过快地退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美国新增就业指标没有达到预期的水平。 

“神秘的四角”中最核心的冲突就是经济增长与物价稳定目标之间的矛盾。

高的经济增长率，必然伴随着对生产要素的强劲需求，甚至会伴随着货币超发，

无论如何，都会先引发要素物价上涨（如工资上涨），进而传递到产品价格上。

第一代菲利普斯曲线就反应了这种关系，它揭示了工资上涨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

的对应关系。第二代菲利普斯曲线将工资上涨率转换成失业率，揭示了失业率与

通货膨胀率之间的替代关系，从实质上讲，还是反应了经济增长对物价的压力。

第三代菲利普斯曲线就直接反应了这种矛盾，按它的预测，过快的经济增长速度

（相对于潜在增长率）必然引发通货膨胀压力；反之亦然。这种此消彼长的取舍，

很令决策者挠头。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是一对矛盾体。李克强曾在《求是》杂志

上发文称，那种只要增长速度、不顾物价稳定，或者只要物价稳定、不顾增长速

度的极端做法都容易做到，难的是二者兼得（李克强，2012）。在保持经济平稳

较快地发展的同时，还要保持物价水平的基本稳定，这才是人们想要的结果。 

（二）发达国家以稳定物价为首的相机抉择的目标体系 

美国是一个实用的民族，在宏观调控目标中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它并不固守

某个单一的规则，而是遇到什么问题就下什么药，以解决问题为基本的宗旨，这

可以看做是一种相机抉择的规则。但它也并非严格意义上的随波逐流，而是有一

条内在的主线的，那就是大凡经济在安全运行范围内时，以稳定物价为首要目标，

只有当超越安全边界时，才动用灵活的调控政策将增长率、失业率等指标扳回到

正常的轨道。可以说，以稳定物价为主线兼顾经济增长等其他目标，是美国宏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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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控目标体系的最重要特征。实践中政府通常会设定一个中长期的通胀率目标，

正如有些学者指出的，这种做法，是一种以规则为基础的灵活机制，当经济运行

基本正常时，宏观调控就以通胀率目标为核心来进行，但当经济遇到较大的冲击

并使实现严格的通胀率目标需要付出高昂的经济增长（及就业）代价时，又允许

短期灵活性的存在（吴汉洪，2001）。它不失为协调四大目标冲突的一种好办法。

回顾自 1929年大危机以来美国历次的宏观调控实践，概莫如此。 

上个世纪 30年代的大危机使美国面临严峻的经济衰退和失业问题，1933 年

失业率一度突破 25%，美国理所当然地把刺激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定为宏观调控

的主要目标，在此背景下，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顺理成章地登场。 

1961 年肯尼迪执政之后，针对国内经济的低增长和高失业的状况，政府又

制定了以充分就业为主要目标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这种罕见的双松政

策组合也带来了严重的问题，那就是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压力。这个问题在约翰

逊执政时期非但没有得到缓解，还在黄油加大炮的政策推动下愈演愈烈，这迫使

美联储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以稳定物价。1961‐1969 年，联邦基金利率从 1.95%

一路提高到 8.21%。从此，应对通胀问题常态化。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下，美国

GDP增速大幅下降，失业率高企，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也还是把遏制通

胀作为最重要的目标，在此基础上，再考虑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 

整个 70 年代，对滞胀问题的解决无力，使凯恩斯主义陷入困境。里根政府

采纳了供给学派和货币学派的观点，实行大幅度减税，同时紧缩银根，企图通过

改善供给结构来实现经济增长与物价稳定的两全，在里根的第一任期内效果尚可，

但第二任期，由于高赤字、高利率等问题，调控效果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1993 年克林顿执政后采取了经济刺激计划，短期内减税、增加政府投资，

同时辅以以高科技产业为中心的产业政策，货币政策则保持中性，力求物价稳定。

结果出现了“高增长、低通胀、低失业率”的黄金十年，各目标良好地兼容。 

2000年小布什执政不久，911事件爆发，加上网络经济破灭，美国经济出现

衰退迹象，美国政府过度担忧经济前景，做出过度反应，再次实施扩张性的财政

政策（扩大军费开支和社会福利支出）和货币政策的双松组合，自 2000 年起又

连续 14 次降息，至 2000 年 6 月，联邦基准利率降至 1%的历史低点。这极大地

刺激了流动性过剩，房地产投机盛行，为后来的次贷危机埋下祸根。到小布什的

第二个任期时，经济形势已经恢复，宏观调控又转向了稳定物价目标，并试图削

减赤字，从 2004 年 6 月开始，美联储又以每次 0.25 个百分点的速度连续 17 次

调高联邦基准利率，到 2006 年底达到 5.25%。利率的大幅上扬，成为导火索，

引爆了次贷危机，冲击程度超过预期。此后，小布什把烂摊子扔给了奥巴马。 

面对来势汹涌的次贷危机引发的经济衰退和失业浪潮，美国政府再次将调控

目标锁定于经济复苏和促进就业，2008 年 10 月奥巴马政府出台了 7000 亿美元



4 
 

紧急救助方案，2009年 2月又出台了 7870亿美元经济刺激计划。较之于小布什，

奥巴马新政更为详尽，为了促进就业复苏，奥巴马实施了减税和增加投资措施。

与此同时，美国实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通过超发货币来力促本币贬值，以刺激

出口。时隔六年后，至 2013 年美国经济基本复苏，就业也有较大的增长（虽还

低于预期水平），美国各大股指也不断地创出新高，经济似乎已走出阴影，在此

背景下，美联储提出将渐进地退出 QE，再次回到了稳定物价的目标。 

根据历轮调控实践，美国经济运行的安全区间是，经济增速约 2%，失业率

在 4%之内，只要在这个安全区间范围内，稳定物价就是首要目标。 

与美国类似，欧洲宏观调控也是以稳定物价为首要目标，并在经济运行遇到

较大冲击时兼顾经济增长和就业目标。就以进入 21 世纪后的调控实践为例，

2000‐2004 年欧元区经济增长乏力，各国纷纷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以刺激经济，前者以减税和增加政府支出为主，后者则是连续性的降息，从 2001

年开始，欧洲央行连续 7次降息，截止 2003年 6月，基准利率已下调到 2%。在

2005 年经济复苏后，欧洲央行迅速调转矛头，采取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以应对

可能出现的通胀压力。从 2005 年 12 月开始欧洲央行连续 8 次加息，至 2007 年

6月基准利率回升到 4%的高位，通胀率也回到了 2%以内的合理区间。 

日本自 1985 年广场协议后陷入了日元升值所引起的衰退，为此，日本政府

采取了宽松货币政策，以挽回经济颓势，并于 1986 年 11 月和 1987年 2 月先后

两次调整法定利率，由原先的 5%降低到历史低点 2.5%，同时广义货币增长率在

1987年也由 8%增长到 12%。流动性过剩加剧了股票和房地产的投机，其价格在

短短几年内上涨 3 倍。为了防止物价和资产价格过快上涨，1989 年日本当局又

重新执行紧缩性货币政策，并将法定利率提高到 4.25%。1990 年海湾危机爆发，

为防止石油价格上涨可能引发的通胀，日本当局又进一步采取了预防性的紧缩性

货币政策，将法定利率提高到 6%，导致资产价格暴跌，日本经济陷入了 90年代

的持续衰退。直至 2001 年小泉政府上台时，经济低迷、失业率高企，小泉政府

开始进行大规模的经济改革，特别是结构性改革，处置不良资产，理顺市场机制

的作用渠道。在货币政策方面，为防止通货紧缩，又重新启动了扩张性政策，

1999‐2004 年，利率始终维持在零利率的水平。对此，日本央行强调，只有确认

日本物价止跌反弹，且恢复到正常水平时，才放弃零利率政策。直到 2006 年，

日本央行在确信经济已经企稳后，才放弃了 5年多的超宽松货币政策。 

总的来看，在稳定物价这一核心目标方面，欧洲执行的相对坚决，而美国和

日本带有一定的相机性，且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尽管格林斯潘倡导的先发制人

和连续微调政策发挥了较大的稳定物价的效力，但源于对华尔街利益的过度袒护，

美联储只注重稳定一般商品的价格，而忽视了资产价格的稳定，这是导致次贷危

机爆发的一个重要原因。日本对通胀问题的过度谨慎、对投机性资产价格的纵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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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 90年代资产价格破灭，也反应了在政策取向上与美国类似的特点。 

 

二、中国宏观调控目标的历史沿革与约束条件的变化 

 

鉴于自身的特殊国情，中国宏观调控设置了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相机抉择

的目标体系，即先设定经济增长的中长期目标，当物价运行于合理范围内时，

以经济增长为首要目标，只有当物价出现异常波动时，才运用非常规的调控手

段来稳定价格。应该讲，在改革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这种目标处理办法是符合

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但今天中国宏观调控的约束条件正在发生变化，特别是

微观传导机制和要素市场的变化可能会传统的目标平衡方法构成挑战。 

（一）中国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相机抉择的目标体系 

改革初期，中国经济百废待兴，基础弱、底子薄的问题很突出，要想让国民

收入的各个分配主体（包括财政、企业、居民）增加收入，只能靠把蛋糕做大，

经济增长成为国家发展中最为迫切的问题。从 1984 年我国有初步意义上的宏观

调控开始，这基本上成为共识，也构成历轮宏观调控的主线。今天，一个默认的

共识就是，如果经济增速低于 7%，那么，很多问题就可能会爆发出来。 

实际上，中国强调经济增长目标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就业压力。中国

是一个人口大国，就业压力一直很大。就近年来的情况来看，每年城镇新增就业

岗位要达到 1200 万以上才能满足新增劳动力的就业需求。如前所述，创造新增

就业岗位主要靠经济增长来实现。而对于中国来讲，要创造一个新增就业岗位，

对经济增长的要求远远大于西方发达国家，其原因就在于，在中国的产业结构中，

服务业所占的比重还比较小，在相当程度上，就业仍是通过工业部门来实现的。

发达国家则正好相反，它们已处于后工业化时期，不论是产值还是就业，服务业

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都很高。据统计，2009 年，OECD国家服务业占 GDP的比重

平均达到 73.6%，最高的是英国，超过了 78%，最低的是日本，也超过 70%，而

中国截止 2012 年底只有 44.6%。至于服务业的就业比重，发达国家也普遍超过

70%，而中国目前只有 36.1%。一般而言，工业部门的就业弹性普遍小于服务业

（丁守海，2009）。既然相对于发达国家来说，中国的就业在更大程度上依赖于

就业弹性较小的工业部门，那么，同样的就业目标就只能靠更强劲的经济增长来

实现了。反过来讲，西方国家可以在较小的经济增长率下实现既定的就业目标，

实践中可以看到，近年来欧美国家的经济增长率维持在 2%左右的较低水平，也

没有出现大的失业问题。另一方面，欧美国家拥有良好的社会保障体系，失业对

个人的冲击并没有想象的那么严重，这也强化了整个社会对失业的承受能力，但

对中国来讲，由于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备，社会对失业的承受能力弱。这些因素

都强化了中国对高就业的依赖，并进一步形成了对经济增长的路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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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宏观调控以经济增长为主线，一个典型的表现就是在每一次的国家发展

战略部署中都会规划中长期的经济增长目标，而通胀目标则没有这个殊荣。比如，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到 2020 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为此提出了倍增

的目标，即 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比 2010年翻一番。这个目标要求中国年均增长

速度要达到 7%。这可以视作一个长期目标。再比如，在每一次五年规划编制中，

也会涉及到经济预期目标的问题，其中，在十二五规划下，2011‐2015年的经济

增长年预期目标大约为 7%。这可以算是中期目标。此外，每一年两会期间政府

部门也会宣布当年的经济增长目标，比如，在刚刚过去的 2013 年，定为 7.5%。

这又可以视作短期目标。从长、中、短三个维度全面规划经济增长目标，足见它

在国家宏观调控体系中的位置，说它居于核心位置，应该毫不为过。 

但中国的宏观调控也不是遵循单一规则的，与西方国家类似，它也属于相机

抉择的类型，即当物价运行在安全空间时，以经济增长为调控的主线，物价一旦

脱离安全的轨道，比如发生恶性通胀或出现通货紧缩时，则将调控目标立即转向

稳定物价。从改革后 7轮宏观调控的实践来看，大体是符合这个规律的。 

第一轮是 1979‐1981年。当时出现了改革后的第一轮经济过热，就运用计划

经济体制下的直接调控手段进行干预。到 1981年经济增速降为 5.26%。 

第二轮是 1984‐1986 年。也是经济过热导致物价的大幅飙升，1985 年居民

消费价格指数达到 9.3%。当时采用了双紧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由于运用的

还不够娴熟，成效不大。到 1986 年物价指数仍维持在 6.5%的较高水平。 

第三轮是 1987‐1990 年。1987 年的经济增速达到 11.57%，物价也在闯关，

1988 年 CPI 达到 18.8%，投资和消费需求膨胀催生了建国后最严重的通胀问题。

国家为了治理经济过热，稳定物价，加大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力度，使二者

松紧搭配相互协调。虽然仍然以抑制通货膨胀为主要目的，但提出了“实行总量

控制的同时，突出结构性调整”的任务。1990经济增速降到 3.83%，是改革以来

的最低点。虽然物价调控成效显著，但一刀切使经济出现了硬着陆。 

第四轮是 1993‐1996 年。在 1992 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以及十四大召开之后，

我国经济再次出现过热的势头，投资与消费需求急速膨胀，1993 年的经济增速

达到 13.5%，与之相伴的是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和金融秩序的混乱，1994 年 CPI

指数达到 24.1%。鉴于之前硬着陆的教训，本轮调控开启了适度从紧的货币货币

和财政政策为主，分步骤、分阶段地推进，避免了经济的大起大落，实现了经济

的软着陆。1996年 CPI 指数降为 8.3%，但经济增速仍维持在 9.6%的较好水平。   

第五轮是 1998 年‐2002 年。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在此冲击之下，

从 1998 年开始出现了经济减速和改革以来的第一次通货紧缩。而且这一时期，

我国正处于体制转轨的深化期和调整期，国企下岗职工增多，社会有效需求不足。

为遏制经济下滑势头，国家采取了需求干预管理，并采取了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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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政策相互搭配的组合。经过长达四年的调控，经济增长速度由 1998年的 7.83%

平稳上升到 2002年的 9.1%，同时也有效地扭转了通货紧缩的局面。 

第六轮 2003 年‐2007 年。2003 年，我国彻底走出了通货紧缩的阴影，经济

增速重新回到两位数的时代，虽然经济运行出现了局部过热之争，但基本上还算

平稳。宏观调控采取了财政和货币“双稳健”的政策组合。中国经历了改革以来

持续时间最长、稳健特征最明显的一次中性调控。 

第七轮是 2008 年‐2012 年。2008 年初，中国借鉴美联储的先发制人策略，

着手准备防止经济过热，确定了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的调控思路，

但 9 月份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打破了这一部署，世界主要经济体陷入严重衰退，

中国也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东南沿海很多出口导向型工厂关闭，大批农民工失业

返乡。政府出于对经济衰退与失业的担忧，与 2001 年的美国当局类似，采取了

稍显过度的干预措施，财政政策导向从年初的稳健转为积极，货币政策则从从紧

转向适度宽松，打出的组合拳力度很大。在财政政策方面，出台四万亿投资计划。

在货币政策方面，中国人民银行从 2008年 9月 25日起，连续四次下调存款准备

金率，并五次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其中，仅 11月 27日一次基准利率就下调了

1.08个百分点，力度之大，实属罕见。除此之外，还取消了实行将近一年的商业

银行信贷额度控制。在如此猛烈的调控下，经济迅速企稳，2008 年当年的经济

增速成功维持在 9.6%的高位，2010 年又重返 10.4%。但带来的问题也很严重，

与 2001年美国小布什政府防止 911带来经济衰退以及日本在 90年代防止广场协

议带来升值衰退时所采取的过激干预后果类似，中国也出现了严重的流动性过剩

问题，大量资金流向非实体经济领域特别是投机性领域，不仅触发了严重的通货

膨胀压力，也蓄积了大量的资产泡沫。财政赤字、地方债务以及银行系统的风险，

对接任的李克强班子构成了很大的挑战，并迫使后者进行结构性改革，这场自

2013年以来启动的改革背景，与 2001年日本小泉内阁时期有一定的相似性。从

目前来看，调控的效果还可以，但在长期内究竟如何，还要假以时日。 

我们简单总结一下，如何不包括自 2013 年以来的这一轮变革，改革以来的

7轮宏观调控中有 4轮是以遏制过热、稳定物价为主旨的，有 2轮是以保增长为

目的的，还有一轮是中性的。虽然在数量上前者略微占据优势，但这绝不意味着

中国宏观调控是以稳定物价为核心目标的，因为从时间跨度上看，历轮物价调控

都是在经济严重过热、物价出现了严重问题的非常时期才不得以启动的，它具有

非常规性，不具有连续性，更不是调控的常态，持续时间也短。其中最有代表性

的就是 1988 年价格闯关所引发的治理整顿。历数每一次的价格调控周期，持续

时间都在 1‐2年左右，一般不会超过 3年，物价压下来之后又立即回到经济增长

的主题上。而在 2轮保增长的调控周期中，持续时间都不少 4年。 

（二）中国宏观调控约束条件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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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微观主体与传导机制的变化 

宏观调控都有一个传导机制的问题，调控信号必须通过某一渠道影响到各个

微观主体的行为，才可能会达到预期的目标。就以货币政策为例，不管是以货币

供应量还是以利率为中介目标，最终，都是通过影响微观主体（如企业）的资金

成本来对其行为（如投资）产生引导作用的，其中最核心的就是价格机制的传导。

所以，美国从克林顿政府时期开始就将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从货币供应量逐渐地

过渡到利率，因为相较于前者，利率的作用来的更直接。这里有个前提，那就是

微观主体必须关心这些信号并对其做出灵敏的反应，否则调控传导机制就会失效，

调控目标也会落空。上个世纪 90 年代日本政府实施宽松货币政策，但当时企业

已经呆滞，80年代的过度投资使产能严重放大，他们对低利率信号失去了兴趣，

不会再争取资金来进行实业方面的投资，经济陷入了流动性陷阱，过剩资金只能

流向投机性领域，所以调控并没有达到目的。小泉内阁上台的时候，银行又成了

一个呆滞的主体，泡沫经济的破灭严重挫伤了银行的信贷积极性，只有重塑这个

主体，才能疏通调控政策（如窗口指导）对银行乃至企业行为的传导渠道，他们

从处理不良资产入手，通过税收优惠等举措，加速了重建银行的过程。 

反观中国，这个问题要更复杂一些。中国企业分体制内和体制外两个部分，

传统上，体制内企业能够获得更多的调控资源，特别是金融资源，所以，政府在

实施调控政策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以国有企业为载体，通过影响他们的行为来对

经济运行施加影响。比如，在 2008 年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信贷扩张就主要是

输送给了国企。但源于体制上的弊端，国有企业对价格信号的反应未必很灵敏，

这会在相当程度上削弱政府当初的调控意图。而对于体制外企业来说，正好相反，

它们对价格信号的反应灵敏，但又很难得到调控资源。应该讲，很多时候，宏观

调控的效果之所以差强人意，微观主体的缺失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与微观主体缺失相伴随的就是，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这违背了西方国家

宏观调控的基本原则，政府不能作为一个独立的利益主体，既踢球，又当调解员。

实际上，从 1984 年开始，在历轮宏观调控中，政府利用行政手段直接干预经济

的行为就屡见不。比如，在 90 年代末的国企改革中，政府直接勒令国有企业，

哪些员工可以下岗哪些员工不能下岗，以此来阻止下岗职工的泛滥。另一个例子

就是在物价飞涨的时期，政府直接下令冻结物价，或者叫约谈企业。遇阻代庖的

结果不是过犹不及就是矫正过枉。正如哈耶克所指出的，任何一个政府都将无法

准确地获知微观领域的信息并及时作出最有效的决策。它还要交给企业。 

正因为如此，宏观调控的传导机制可能是扭曲的，尽管从表面上看结果似乎

是一样的。经济过热本来应该通过提高利率来降低企业的投资冲动，减少对要素

的旺盛需求，降低要素价格的上涨压力，进而平抑物价。但实践中，只要发改委

一道文件就将价格控制住，表面上价格是稳定了，但实际上暗流涌动，只要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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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松手，价格就会报复性反弹。前几年房地产调控，就见证了这种情况。 

今天这种情况可能会有所改变，特别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人们又

重新认识合理划分政府与市场边界的重要性，强调政府向服务型职能的转换以及

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加快完善市场

体系和宏观调控体系。可以预见，这将有助于培育出符合市场规则的微观主体，

价格对经济增长的反应也会更快，而不会轻易为行政机制所干扰和掩盖。 

2、要素市场的变化 

经济增长与物价之间的矛盾主要是通过要素市场来传递的，比如，经济过热

先引起要素（如资本和劳动）供求的紧张关系及价格上涨压力，再通过成本加成

定价机制迫使最终产品价格上涨，所以，要素市场的情况会对宏观调控目标之间

的关系产生重要影响。而近年来，中国要素市场特别是劳动力市场正在发生一场

微妙的变革。一直以来，中国农业部门滞留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并为工业部门

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供给，因此，被视作具有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典型特征。

这种情况一致持续到本世纪初，但从 2003 年底开始，沿海地区一些企业特别是

制造业企业开始遭遇招工的难题，在原来的低工资水平下，很多企业招不到人或

招不足人。2004 年这一现象逐步扩散，从沿海城市向内陆城市扩散，从劳动力

输入省份向传统的输出省份扩散，并最终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民工荒现象。值得

一提的是，民工荒并不是一个暂时现象，自 2004 年爆发以来至今已持续近十年

的时间，且呈愈演愈烈之势。富士康内迁郑州招不满工人，要通过技校的实习生

来解决缺工问题；每一年开春之后各地展开的劳动力争夺战，都是真实的写照。 

从民工潮到民工荒的持续转变，是不是意味着中国劳动力市场发生了与以往

不同的变化？对此，人们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以蔡昉（2010）为代表的一些学者

认为，中国劳动的剩余格局正在终结，并开始穿越刘易斯拐点。这个观点引起了

很大的歧义，不少学者则认为，中国的劳动剩余格局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但是，即便在劳动剩余格局不变的前提下，源于劳动供给曲线的特殊形态，中国

仍可能会出现劳动力供给的相对不足，就是说，劳动剩余与劳动供给不足完全有

可能是并存的（丁守海，2011）。简单地说，不管中国是否正在穿越刘易斯拐点，

传统意义上的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格局正在终结，劳动力条件开始转向有限供给。

对于这一点，目前学术界已基本达成共识。在未来一段时间，劳动力的供给潜力

可能还会继续收窄，它不仅表现在农村劳动力的供给方面，还会反应在全口径的

劳动年龄人口上。据统计，2012年中国 15‐59 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总数为 9.37亿，

比上年减少 345万。这种绝对数量的下降趋势在多年来还是第一次。 

要素市场的收紧在其他一些要素方面也会有所体现。就以土地为例，多年来

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推进，耕地被大量侵占。据不完全统计，仅 1997‐2003年，

耕地面积就从 19.5 亿亩锐减为 18.5 亿亩。作为一个人口大国，我国一直把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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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问题放在很高的战略位置，18 亿亩红线是一道不可逾越的硬杠杠。但另一

方面，经济发展对土地的旺盛需求丝毫没有减弱。据估计，未来几年内我国经济

发展的用地缺口至少在 1亿亩以上。如何弥补这个缺口？这是各地经济发展过程

中面临的棘手问题。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国土资源部甚至于 2005年 10月下发了

《关于规范城镇建设用地增加与农村建设用地减少相挂钩试点工作的意见》，它

试图通过土地增减挂钩来解决土地矛盾。实践中，就是先把农民的宅基地收走，

然后复耕为耕地，再按占补平衡的原则，在其他地块划走相同面积的耕地，转作

建设用地，以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农村被拆的稀里哗啦，引起很大争议。根据

《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 2006－2020  年》，到 2020  年全国要通过土地整理

和复耕的方式来补充土地 5500亩。但即便如此，也只能解决土地缺口的一半。 

当然，还有其他一些要素比如能源和环境，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供求矛盾

也会越来越突出。关于能源紧张、环境成本的呼声越来越高。这些不再赘述。 

要素市场的上述变化会带来什么影响？我们认为，它们可能会对宏观调控各

目标之间的关系产生冲击，并加剧经济增长与物价稳定之间的矛盾。就以劳动力

市场的变化为例，在过去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即便经济过热（相对于潜在的

水平），也只会引起资本要素的需求缺口和资本品价格的上涨，而不会引起劳动

要素的需求缺口以及工资上涨。在改革后至民工荒爆发之前的二十多年时间里，

尽管我国经济迅速发展，工业部门对劳动力的需求持续扩张，但农民工工资基本

维持不变，就足以说明这一点。其结果是，经济过热只会通过资本品价格传导到

最终产品价格上，对通货膨胀的冲击力度有限。这时，比较容易兼顾经济增长与

物价稳定这两个目标。但是，当劳动力条件转向有限供给后，经济过热就不仅会

引起资本需求缺口和资本品价格上涨，还会引起劳动要素的需求缺口和工资上涨。

民工荒爆发后，农民工工资进入上涨的快车道也说明了这一点。在这种情况下，

经济过热就会同时通过资本品价格和工资同时向最终产品施加压力，经济增长与

物价稳定之间的矛盾就会加剧，兼顾二者之间的平衡就会变得更困难。 

 

三、约束条件变化对经济增长与物价稳定之间平衡关系的冲击检验 

       

我们以劳动力市场为例，基于第三代菲利普斯曲线的检验发现，从 2005年

之前的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转向有限供给后，产出缺口从原来只能引起资本品

价格的变化转向能同时引起资本品价格和工资的变化，对最终产品价格的冲击

也明显地强化了。这说明，经济增长与物价稳定之间的矛盾开始加剧。 

（一）模型设置与数据说明 

经济增长对物价的影响可以用第三代菲利普斯曲线来加以反应。从原理上讲，

经济增长对物价的影响是先通过产出缺口（即实际产出水平与潜在产出之差）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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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要素需求缺口，再通过后者影响要素价格，最后再通过成本加成定价机制对

最终产品价格施加影响。所以，我们要检验两层关系：一是产出缺口对要素价格

（此处即工资）的影响变化。如果前面的推测是正确的，那么，在劳动力条件从

无限供给转向有限供给后，产出缺口对工资的冲击应该会从无到有地显现出来。

二是产出缺口对最终产品价格的影响变化。在劳动力条件转向有限供给后，它对

最终产品的冲击程度也应该强化。为检验这两层关系，需要设置相应的模型。 

我们将借鉴 Gordon（1996）三角模型来检验产出缺口的价格效应，其影响

因素包括：1、需求。它反应在产出缺口上，但从产出缺口到价格调整可能存在

一定的时滞，这既可能源于合同价格的交错调整也可能源于原材料等存货的缓冲，

因此还应引入产出缺口的滞后指标。2、外生供给冲击。这个指标在不同模型下

设置办法不同，下文会具体进行阐释。3、价格变化率的滞后指标，引入它们是

为了控制价格自身的惯性调整力量以及那些系统性的遗漏变量的干扰。 

0
1 0 0

( )
QP J

t j t j j t j j j t j t
j j j

s D gap         
  

                                            （1） 

下标 t代表时间，我们以 1992年第 3季度‐2012第 2季度中国宏观季度数据

为样本。被解释变量 为价格变化率，它分两种情况：1、如果考察产出缺口对

要素价格（工资）的影响，则此处被解释变量为工资指数。我们用各个季度单位

从业人员的总薪酬除以从业人员数得到平均工资，再计算出季度环比工资指数。

2、如果考察产出缺口对最终产品价格的影响，被解释变量采用工业品出厂价格

指数 PPI。参照陈彦斌（2008）的做法，我们用季度内各月环比指数连乘就可以

得到季度环比。对于 2010年之前的环比 PPI，可以先从中经网数据库查阅到月度

同比 PPI，再与 2010 年的月度环比指标结合，推算出月度定基指数和环比 PPI。 

解释变量 s为外生供给冲击信号，它也分两种情况：1、如果考察产出缺口

对要素价格（工资）的影响，考虑到在中国特殊国情下，农村劳动力在工业各个

部门的劳动供给中占有重要的位置，而农村劳动力的劳动供给决策在相当程度上

取决于工业工资对务农收益的相对差额（Lewis,  1954），反过来，务农收益会对

工业工资产生连锁压力，因此引入务农收益的指数 agr 作为冲击指标。从中经网

数据库可查阅到自 1996 年第一季度以来农村家庭人均现金收入中家庭经营收入，

以它作为农业收益的代理指标，并计算季度环比指数。2、如果考察产出缺口对

最终产品价格的影响，则结合 Gordon（1996）所提供的框架范围，同时，借鉴

丁守海（2012）处理办法，用北海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指数来表示。通过 Wind

资讯网先获得每日期货价格，再计算季度平均值，进而算出季度环比指数。 

gap 为产出缺口，在两类模型中都要用到这一核心指标。在计算产出缺口时

首先遇到估算方法的问题，而各种方法都有它的优势和劣势，为了保证其可靠性，

我们借鉴丁守海（2012），同时使用 HP滤波、BK滤波、CF滤波、卡尔曼滤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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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种经典的方法来分别估测，再对这四种方法的检验结果进行比较。在估测时，

首先要用到季度 GDP 数据。我国自 1992年开始进行季度 GDP核算工作，但又于

2004年和 2007年进行了调整。1992‐2005年的季度 GDP数据从《中国季度国内

生产总值历史资料 1992‐2005》中获得，2005 年之后的数据则取自中经网数据库。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季度GDP同比增长率和名义GDP可以推算出以 1992年为

不变价的季度实际 GDP，再用 Cencus X12方法对季度实际 GDP进行调整。 

交叉变量D gap 用来比较不同劳动力条件下产出缺口价格效应的变化趋势。

时期的划分体现在哑元变量 D 上。我们以劳动力条件已明显转向有限供给的

2005年为分界岭（因 2005年之后农民工工资上涨趋势已日渐明朗）：在 2005年

第一季度之前的样本作为基准期样本，D均取 0；其后的作为比较期，D均取 1。

两个时期产出缺口对价格变化率的影响差异表现在系数上，如果 >0，则说明

相对于基期，比较期产出缺口的价格影响力出现了强化；反之亦然。 

关于上述各滞后项滞后阶数的选择问题，多数研究表明，产出缺口对价格的

滞后影响一般认为不会超过一年，所以滞后期大多在四个季度之内（比如 Gali & 

Gertler,2000;  陈玉宇、谭松涛, 2005）。我们也参照这个办法，对产出缺口的滞后

阶数选择四期，但是对于被解释变量以及攻击冲击的滞后阶数，为了不过度损耗

模型自由度，我们参照陈彦斌（2008）的做法，滞后阶数只取一阶。 

（二）产出缺口对工资指数的影响变化① 

表 1  工资指数方程的回归结果（被解释变量：） 

  HP滤波  BK滤波  CF滤波  卡尔曼滤波 

常数项  3.921 

（2.776） 

‐1.620***
(0.473) 

11.250

（6.980） 

8.820 

（5.671） 

 t‐1  0.596*** 

（0.121） 

0.581***

（0.138） 

0.633***

（0.206） 

0.607*** 
(0.175) 

agr  ‐2.161 

（1.440） 

‐1.962

（1.535） 

‐2.583

（1.999） 

‐3.285 
(2.600) 

agrt‐1  0.299 
(0.872) 

0.438

（0.404） 

0.359

（0.720） 

0.331 
(0.526) 

gap  1.125** 
(0.470) 

2.258

（1.941） 

‐0.934

（0.595） 

‐6.217 

（5.250） 

gapt‐1  ‐0.630* 
(0.271) 

‐18.620

（13.973） 

2.223

（1.500） 

4.558 

（2.970） 

gapt‐2  5.300 
(4.299) 

1.395

（0.841） 

0.167*

（0.070） 

‐2.239 
(2.000) 

gapt‐3  2.193 
(1.359) 

‐3.893

（2.262） 

6.392

（5.958） 

‐16.295 

（9.143） 

gapt‐4  ‐5.484 
(5.021) 

‐0.330**

（0.128） 

‐10.837

（6.920） 

0.482 

（0.515） 

Dgap  ‐4.093  7.532*** 3.589 1.958 

                                                              
① 模型中各变量由于都是指数变量，应能满足平稳性条件，ADF 检验证明了这一点。结果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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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88)  （2.002）  （2.490）  （1.300） 

Dgapt‐1  ‐0.292 
(0.165) 

5.385

（7.208） 

5.230***

（2.111） 

5.607** 

（2.111） 

Dgapt‐2  ‐0.798 
(0.530) 

‐3.205

（1.944） 

‐0.854

（1.332） 

1.113*** 

（0.383） 

Dgapt‐3  0.096*** 
(0.022) 

‐0.203

（0.484） 

0.439**

（0.180） 

‐5.223 

（3.900） 

Dgapt‐4  8.623 
(5.195) 

2.099

（1.570） 

‐8.091

（10.302） 

‐1.972 

（1.603） 

调整 R2  0.913  0.918 0.899 0.920 

AR(p)  否  否  AR(2) 否 

LM 检验的 p值  0.551  0.299 0.186 0.123 

回归残差 ADF  ‐5.174***  ‐6.260*** ‐3.782** ‐4.293** 

注：LM检验的原假设为模型的残差序列不存在序列相关性。AR(p)为否表示原残差不存在序列相关，

无需进行残差序列修正；否则，需进行 AR(p)过程修正，其中 p 为残差自相关的阶数。*、**、***

分别表示在 10％、5％、1％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单位根原假设。下同。 

从表 1可见，当把四种滤波方法所得到的产出缺口代入到工资指数方程中时，

1t  的系数均显著为负，约为 0.6 左右，说明工资波动具有较强的惯性力量。但

对于外生冲击来说，各模型中 agr 及 1tagr  的系数均不显著，说明农业收益并未对

非农部门工资产生明显影响。这可能与中国工农业部门的收益差距过大有关，对

农村劳动力来说，务工所得的工资可能要比务农收益高出数倍甚至十数倍，在此

情形下，农业收益难以直接牵动工业工资的波动（丁守海，2011）。 

t jgap  、 t jD gap  是我们最关心的变量，利用前面所讲的计算方法，从它们

的系数可以估测出在四种估测方法下基期和比较期产出缺口对工资指数的影响。

为方便起见，我们将最终的测算结果进行了归纳，合并到表 2中。 

表 2  产出缺口对工资指数影响变化的总结 

  当期影响  滞后 1 期 滞后 2 期 滞后 3 期 滞后 4 期  总影响 

HP滤波 
基期  1.125 ‐0.63    0.495 

比较期  1.125 ‐0.63  0.096  0.591 

BK滤波 
基期      ‐0.33 ‐0.33 

比较期  7.532    ‐0.33 7.202 

CF滤波 
基期    0.167   0.167 

比较期   5.23 0.167 0.439  5.836 

Kalman 

滤波 

基期        

比较期   5.607 1.113   6.72 

其中，总影响是将各个滞后期的影响加总后得到的结果。从表 2 可以看出，

在 HP 滤波方法下，基期（对应于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产出缺口对工资指数

的总影响系数是 0.495，说明一个百分点的产出缺口会使工资指数上升 0.495 个

百分点。到比较期（对应于劳动力有限供给条件），这一影响略升至 0.591。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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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K 滤波方法下，基期产出缺口对工资指数的总影响系数为‐0.33，说明在基期，

产出缺口非但没有使工资指数增加，反而使之下降，只不过程度很小。在比较期

产出缺口的总影响系数大幅上升，达到 7.202。在 CF滤波方法中，产出缺口的总

影响系数为 0.167，比较期的总影响系数为 5.836，影响的扩大趋势非常明显。在

卡尔曼滤波方法中，基期产出缺口的总影响不显著，而在比较期总影响系数达到

6.72。总的来说，在上述四种滤波方法中除 HP 滤波方法不太明显外，其余三个

模型都能验证自 2005 年之后产出缺口对工资指数的影响明显强化。至于 HP 滤

波方法，诸多研究证明，它对产出缺口估测的准确性和可信度要次于其他三种方

法（杨天宇等，2010；丁守海，2012），因此我们更倾向于采信其他三种滤

波方法下所得出的结论，即接受产出缺口对工资指数的影响强化的结论。 

（三）产出缺口对产品价格指数的影响变化 

表 3  价格指数方程的回归结果（被解释变量：PPI） 

  HP滤波  BK滤波  CF滤波  卡尔曼滤波 

常数项  ‐3.131 

（2.622） 

1.095

（1.168） 

‐2.173

（3.790） 

0.592*** 
(0.161) 

PPIt‐1  0.705*** 

（0.116） 

0.681***

（0.096） 

0.723***

（0.198） 

0.811*** 
(0.205) 

s  0.231 
(0.162) 

0.635

（0.922） 

0.321

（0.280） 

0.327 
(0.266) 

st‐1  0.106** 

（0.038） 

0.095***

（0.020） 

0.117***

（0.026） 

0.122*** 
(0.030) 

gap  5.370*** 
(1.123) 

‐1.267

（3.189） 

1.700**

（0.390） 

‐0.226 

（0.150） 

gapt‐1  11.518 
(9.490) 

3.017***

（0.626） 

‐1.862

（2.052） 

2.669*** 

（0.347） 

gapt‐2  ‐0.921 
(0.604) 

‐1.066*

（0.431） 

0.909

（0.882） 

0.625 

（0.350） 

gapt‐3  ‐0.233** 
(0.053) 

2.205

（1.276） 

‐5.935

（4.178） 

‐0.357*** 

（0.102） 

gapt‐4  2.015 
(1.230) 

‐0.483

（0.919） 

2.271

（1.505） 

‐6.206 

（3.553） 

Dgap  ‐0.089*** 
(0.021) 

6.334

（3.615） 

0.861

（0.777） 

0.800*** 

（0.173） 

Dgapt‐1  ‐1.228 
(0.676) 

‐2.295

（1.732） 

1.325**

（0.409） 

1.010** 

（0.372） 

Dgapt‐2  ‐2.183 
(1.352) 

1.460***

（0.276） 

‐0.200***

（0.059） 

‐3.036 

（2.118） 

Dgapt‐3  0.939 
(0.651) 

‐0.839

（0.667） 

‐2.205

（1.411） 

‐1.127 

（0.030） 

Dgapt‐4  3.213 
(2.189) 

4.198

（2.227） 

‐6.014

（5.030） 

0.991 

（0.653） 

调整 R2  0.915  0.936 0.909 0.925 

AR(p)  AR(2)  否  否  否 

LM 检验的 p值  0.198  0.465 0.390 0.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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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残差 ADF  ‐6.390***  ‐4.226*** ‐5.271*** ‐3.277** 

类似于前面的处理方法，我们利用核心解释变量 t jgap  、 t jD gap  的系数先

识别出基期和比较期产出缺口各滞后变量对产品价格指数的影响，再把各滞后期

的影响加总起来得出总的影响，并进行比较。结果归纳于表 4中。 

表 4  产出缺口对产品价格指数影响变化的总结 

  当期影响  滞后 1 期 滞后 2 期 滞后 3 期 滞后 4 期  总影响 

HP滤波 
基期  5.37   ‐0.233  5.137 

比较期  5.281   ‐0.233  5.048 

BK滤波 
基期   3.017 ‐1.066   1.951 

比较期   3.017 ‐1.066 1.46  3.411 

CF滤波 
基期  1.7     1.7 

比较期  1.7 1.325 ‐0.2   2.825 

Kalman 

滤波 

基期   2.669  ‐0.357  2.312 

比较期  0.8 3.679  ‐0.357  4.122 

从表 4可以看出，在 HP滤波方法下，基期（对应于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

产出缺口对价格指数的总影响系数是 5.137，就是说一个百分点的产出缺口会使

价格指数上升 5.137 个百分点。到比较期（对应于劳动力有限供给条件），这一

影响变为 5.048，影响程度出现了略微的下降。在 BK滤波方法下，基期产出缺口

对工资指数的总影响系数为 1.951，在比较期总影响系数升至 3.411。在 CF 滤波

方法中，产出缺口的总影响系数为 1.7，到了比较期，总影响系数为 2.825，影响

扩大了 1.125。在卡尔曼滤波方法中，产出缺口的总影响系数为 2.312，而比较期

总影响系数为 4.122，扩大了 1.81。可见，在上述四种滤波方法中，除 HP 滤波

方法外，其余三个模型都能证明自 2005 年之后产出缺口对产品价格指数的影响

出现了明显的强化趋势。同样，由于 HP滤波方法的可信度不足，我们更倾向于

接受其他三种滤波方法所得出的结论。   

 

四、结论与启示 

 

由于经济增长与物价稳定之间的矛盾加剧，中国过去以较低的通胀代价来

实现经济增长的做法将难以为继，这对传统的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相机抉择的

调控目标体系提出了挑战。减少对经济增长目标的依赖，同时为解决就业问题

而加快经济结构的转换与升级，是未来一段时间内调控目标优化的重点。 

（一）本文结论的简要小结 

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一般将宏观调控的目标概括为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

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在中国，十六大报告也明确将这四个目标列入宏观调控的

目标体系。然而，这四个目标之间存在冲突，特别是经济增长与物价稳定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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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寻找一个最佳的平衡点，是各国宏观调控面临的一个长期任务。 

本文首先回顾了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宏观调控的实践，指出它们解决宏观调控

各个目标之间冲突的办法就是，先设定一个通胀率的中长期目标，当经济运行于

安全区间时，以稳定物价为首要目标，只有在经济脱离安全范围的非常时期，才

启动灵活调控手段来保增长和就业。尽管从本质上讲，这种目标体系的管理办法

也带有相机抉择的特点，但它是以稳定物价为核心的，物价调控是常态目标。 

反观中国，通过回顾改革以来七轮宏观调控的实践，我们可以发现，与发达

国家相反，中国平衡各目标之间冲突的办法是，先设定一个经济增长率的中长期

目标，当物价运行于可接受范围内时，以经济增长为首要目标，只有在物价出现

剧烈波动的非常时期，才启动相应措施来稳定物价。当然，这也是一种相机抉择

的目标管理办法，但它是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保增长是常态目标。 

改革以来，除少数经济过热的年份外，中国均能较好地兼容经济增长与物价

稳定这两个目标，从一定意义上讲，它是以较小的物价稳定的代价，实现了经济

增长目标。然而，今天这种情况正在遭遇挑战，这主要源于近年来中国宏观调控

约束条件所出现的新的变化，其中最值得关注的就是劳动力市场所出现的变化，

进入本世纪以来，中国劳动力无限供给格局正在终结，并转向有限供给。 

上述变化所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经济增长与物价稳定之间的矛盾会加剧。

其内在的机理是，在过去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产出缺口只会引起资本要素的

价格变化，而不会引起劳动要素的价格变化；但在劳动力条件转向有限供给后，

产出缺口既会引起资本要素的价格变化，也能引起劳动要素的价格变化，在成本

加成定价机制下，对最终产品价格的冲击力度肯定会加剧。我们基于第三代菲利

普斯曲线，利用季度的宏观数据证明了上述结论。经济增长与物价稳定目标之间

的矛盾加剧，将使中国宏观调控目标体系的平衡变得更为困难。 

（二）启示与建议 

1、降低对经济增长目标的依赖，主动地调低经济增长预期，在更大程度上

兼顾物价稳定目标。经济增长与物价稳定之间的冲突加剧，说明中国经济增长的

代价将越来越大，对价格的冲击会进一步强化。自 2008年四万亿投资计划以来，

我国物价压力一直居高不下，在这种背景下，如果继续谋求高的增长目标，稳定

物价的目标将会渐行渐远。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至少在短期内要主动下调经济

增长预期，摆脱传统上对高增长的依赖。实践中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一演进趋势。

十二五规划期间年均经济增长预期已经从十一五的 9%下调为 7%。自 2012 年起

连续两年的经济增长目标都调整为 7.5%。最近，媒体报道，新年伊始，在各地

刚刚结束的两会上，二十多个省市都主动调低了 2014年的经济增长目标。 

2、在调低经济增长预期的同时，为应对可能出现的就业压力，还要进一步

推动国民经济的结构转换与升级，通过促进服务业和新兴产业的发展，降低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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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对高增长的依赖，为调低经济增长目标创造条件。我们认为，宏观调控并非

只从总量的角度对国民经济进行需求管理，它还应从结构的角度对国民经济进行

产业干预。就拿美国来说，在里根和克林顿执政时期分别采纳了供给学者的观点，

而减税政策都是带有产业区别性的，所以供给的改善必然会产业结构转换的角度

体现出来。在日本战后宏观经济的管理过程中，产业政策的运用更是达到极致。

就中国而言，不少学者认为，在宏观调控的目标体系中应该加入结构性目标。党

的十八大也明确提出要“改善需求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不管从理论上讲是否

可以把结构优化的目标纳入到宏观调控的目标体系中，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摆在

我们面前的，那就是，如果调低经济增长的预期，就业怎么办？尽管中国出现了

民工荒，但就业问题犹如高选之剑，丝毫容不得马虎。或许，2013 年上半年的

经济数据能提供答案。2013 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为 7.6%，比上一年同期

降低了 0.2 个百分点，虽然经济放缓，但就业仍呈良好的增长势头：上半年城镇

新增就业就达到 725 万，比上年同期增加了 31 万，预计全年能超额完成年初所

制定的 900 万新增就业目标。在这一过程中，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发挥了关键作用。

目前中国服务业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特别是与网络经济相关的一些新兴服务业

的发展空间很大。只有提高国民经济的就业弹性，挖掘好服务业的就业海绵功能，

才能彻底摆脱就业对高增长的路径依赖，才能为物价调控腾出更大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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